
法学研究 年第 期

参与本案代理之公益法动机
。

比较典型的案件
,

如四川大学周伟教授所代理的
“

身高歧视案
” 、“

乙肝

歧视案
”

等
。

中国目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所做的案件大多可以说是此意义上的公益诉讼
。

法律援助形式的公益诉讼
,

与自益形式
、

他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
,

而经常可

以采取混合的形式
。

某些采取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案件
,

原告也聘请公益法组织或者著名学者
、

律师

担任代理人
。

从策略上考虑
,

为了能够形成诉讼
,

公益法组织或者律师
、

学者有时候
“

需要
”

一个当事

人去提起诉讼
,

而这个当事人提起诉讼
,

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

个人因为诉讼活动的开

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作出一定的牺牲
,

因此既是自益的形式
,

也有法律援助性质
。

宪法视野和宪政界域中的公益诉讼

陈 云 生
’

针对 世纪 年代中后期以来公益诉讼在我国 日益兴起的现象
,

宪法学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
“

失语
” 。

然而
,

公益诉讼在观念
、

建制
、

诉讼原告的适格性
、

司法制度的构建等方面
,

都关系到宪法和

宪政问题
,

甚至勿宁说
,

公益诉讼本身就是一个宪法和宪政问题
。

很难想象
,

没有相应宪法学说和宪

政理论的支撑和相应的宪政建制
,

现代型的公益诉讼能够得到规范和健康的发展
。

一
、

公益诉讼的宪法基础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许多国家的宪法在立宪宗旨
、

宪法规范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在立宪宗旨上
,

发生了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重大转变
。

世纪 年代起
,

特别是西方世界

各国经历了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后
,

人们普遍认识到
,

单靠限制和约束政府的权力以保护公民权

和人权不受侵犯
,

并不能应对重大的社会危机以及其他诸如就业
、

劳动保护
、

社会保险和救济等全社

会所共同面对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窘迫问题
。

立宪宗旨随之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
。

从宪法规范的内容上看
,

为适应上述立宪宗旨的转变
,

宪法在内容规定上进行了重大的
、

必要的

调整
。

过去一向不屑一顾的社会
、

经济等内容
,

在体现社会本位的宪法中都作出详尽不等的规定
。

其

中最重大的变化是增加关于公共利益
、

集体利益或一 般利益的规定
。

世纪 年代以前制定的

部成文宪法中
,

有 部宪法对此作出了规定
,

占总数的
。

为适应福利社会的构造
,

有 部宪

法加强了关于公共福利的规定
,

占总数的
。

此外
,

为了保护私人权益
,

有 部宪法规定为保

护私人权益可以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

占总数的
。

〔 〕

上述宪法改造
,

为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打下了宪法基础
。

毕竟
,

在实行宪治和法治的当代
,

包括

公益诉讼在内的一切重大的政治法律建制
,

都应当而且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中求得合法性
。

二
、

公益诉讼的宪政建制

公益诉讼尽管是现代社会和法治发展所必需
,

但它不是自发建制的
,

其建制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简

单的诉讼法和诉讼制度的扩展或完善的问题
。

公益诉讼关涉到一些重大的宪治
、

法治理念与实践问

题
,

应当而且必须首先从宪政上予以建制
。

根据其他国家的宪政经验
,

这种建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

面展开的
。

基于矫正因
“

社会结构变化
”

引起的公共利益分配失衡的社会正义立场来建构公益诉讼制度
。

现代社会是不断改革和发展的社会
,

这一不间断的过程
,

势必引起社会结构性变化
,

而这一变化又必

然引起公共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平衡
,

从而使基于社会利益分配平衡的社会正义受到侵害
。

意大利就

是基于此种立场建构公益诉讼制度的
,

该国重点在劳动灾难
、

产品责任
、

交通事故
、

公共住房条件不当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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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与公益法的实践
、

制度和价值笔谈

勺

气

卜

气

等领域建立和实行了公益诉讼制度
。

确立公共权利的宪政保护原则
。

在宪法转向社会本位以后
,

公共利益受到了高度重视和保护
。

特别是在福利制度兴起以后
,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更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
,

原来

由宪法和宪政重点保护的个人权利也在宪政理论上和宪政制度上扩展成为公共权利或集体权利
。

这

一权利体系的确认至关重要
,

按照传统的
“

有权利必有救济
”

的宪治
、

法治原则
,

公众享受公共利益的

权利
,

也应当和必须予以宪法和法律上的保护
。

重新定义和扩展诉讼原告的适格性
,

以适应公益诉讼的需要
。

传统诉讼有关诉讼资格和诉讼

利益等有关
“

享有诉讼权的一般条件
” ,

由于受到法律上的严格限制
,

显然并不适合公益诉讼对诉讼原

告的资格放宽的要求
。

就西方国家的经验来说
,

通常是通过判例和单项制定法这两种方式解决的
。

通过判例
,

英国逐步确立了 ,相关人诉讼
”

原告资格
,

美国在 世纪 年代初发展出
“

私人检察总长
”

的制度
。

在单项立法方面
,

美国除较早的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 年 外
,

年代以后的反欺骗政

府法和联邦采购法等
,

都规定受害人
、

检察官
、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资格提起对公共性违法行为的公

益诉讼
。

法国的新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任何协会和个人都有权以保护公益为目的提起公益诉讼
。

建立和发展了一些全新的公益诉讼形式或模式 集团诉讼 相关人诉讼 抽象行政行

为的行政诉讼 宪法诉讼 实行亲民
、

便利和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的诉讼程序原则 倡导和

鼓励司法能动主义
。

三
、

中国宪法和宪政语境下的公益诉讼

在中国的宪法和宪政语境下
,

有关公益诉讼的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应当而且必须予以关注的
。

充分认识中国宪法和宪政对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法律规范和调控作用
。

现行宪法在国家的民

主政体
,

法治原则
,

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保护
,

公民广泛在社会
、

经济
、

政治
、

法律等事务中广泛的民主

参与权
,

对国家
、

集体
、

公共利益的重点保护原则
、

对国家
、

集体
、

私人财产的保护等等规定
,

都可以视

为建构中国公益诉讼的基础性规范
。

正确处理公益诉讼建制与改革探索的关系
。

在当前关于公益诉讼建制的热点讨论中
,

有人呼

吁尽快制定公益诉讼法
。

这种思路应当肯定
,

并应努力推动国家立法机关尽快采取有关的立法步骤
。

但是当务之急
,

是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创造的条件
,

通过司法改革
,

不断地加以探索和总结
。

这不仅能够满足当前对公益诉讼的迫切需要
,

也为国家今后的立法活动积累宝贵的经验
。

当前由国

家检察机关和民间热心人士连续发起公益诉讼的行为
,

就值得给予特别的肯定和鼓励
。

应重点发展集团诉讼
。

在中国当前应努力创造条件发展集团诉讼
,

以更大的诉讼力对抗对公

共利益和权利造成损害的违法行为
。

为此
,

需要进行必要的宪政改革
,

使更多的社会组织
、

团体得以

合法建立并赋予特定社会群众利益代表者的资格和公益诉讼提起人的适格性
。

此外
,

也需要在法律

援助
、

律师制度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
。

公益诉讼作为远景课题
,

应纳人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的理论与实践的大课题之中重点予以关

注和研究
。

矿 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两大认识误 区

章
,

志 远
’

近年来
,

伴随着一系列具有轰动效应的公益诉讼案件的发生
,

我国行政法学界掀起了行政公益诉

讼研究的热潮
。

学界同仁几乎倾其全力论证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

可行性与紧迫性
,

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